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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的空间异质性估计

孙　 克１，２，３，∗，徐中民１，宋晓谕１，程怀文４，聂　 坚５

１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内陆河流域生态水文重点实验室，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２ 赣南师范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赣州　 ３４１０００

３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４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杭州　 ３１００００

５ 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南昌　 ３３００００

摘要：利用 ２０１３ 年全国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的截面数据，采用环境污染货币化方法估算了 ２０１３ 年中国省域环境污染损失，利用基

于地理加权回归技术的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对人口规模、富裕程度、产业结构、城镇化和对外开放等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

响进行了空间异质性估计，同时验证了 ＥＫＣ 假说。 主要结论如下：（１）２０１３ 年中国环境污染引起的经济损失为 ２８１２．４８ 亿元。
（２）各省域环境污染存在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省域环境污染空间分布上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 （３）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

污染具有显著影响，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及推进城镇化将加剧省域环境污染，而产业结构升级和扩大对外开放将有助于缓解省域

环境污染。 （４）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 人口数量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由西北向东南渐次增

大；富裕程度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由西向东梯次增大；产业结构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由东向西逐渐增大；城镇化对省域环

境污染的影响由西向东逐渐降低；对外开放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由东向西逐渐增大。 （５）基于现有样本的计算结果有条件

地支持 ＥＫＣ 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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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环保健康意识的提高，环境污染问题关注人群已不再局限于政府

和学者，已然成为全民关注的热点问题。 人类社会的发展活动（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城镇化、工业化、产业结

构调整等）必然会对环境造成影响［１］，而科学准确地测定人文因素对环境影响的大小，对解决日益复杂的环

境问题，促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目前，人文因素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

大多聚焦在经济规模或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上［２⁃８］，把经济规模作为环境污染的唯一影响因素，通过

构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ＥＫＣ）计量模型，来验证 ＥＫＣ 拐点的存在、曲线形状等，这些研究虽然注意到了经济

增长与环境污染的重要联系，但忽略了其他人文因素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影响关系，而且也没有考虑环境污染

的空间相关性，研究结果不够全面科学。 也有学者考虑了将多种人文因素纳入 ＥＫＣ 模型，蔡风景［９］等将经济

规模、产业结构、能源利用率、科技教育水平等人文因素纳入 ＥＫＣ 模型，通过贝叶斯平均估计方法来检验我国

环境污染的 ＥＫＣ 形状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该研究虽然考虑了多种人文影响因素，但忽略了环境污染的空间相

关性，研究结果可能存在偏差；吴玉鸣［１０］扩展了传统的 ＥＫＣ 模型，将人口规模、城市化、产业结构等人文因素

纳入模型，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省际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ＥＫＣ 的形状及人文影响因素，该研

究虽然在模型设定中考虑了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但却忽视了空间异质性，这不符合环境污染的空间分布

实际，研究存在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回顾以往研究可以发现，当前大多数关于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的研究均忽略了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

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地理空间邻近的区域，其很多自然、人文因素会互相影响，存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现象，传统计量研究中所要求的研究区域彼此独立且均匀随机分布的前提条件很难满足，因此采用传统方法

进行的研究结果难免以偏概全［１０，１１］。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ＧＷＲ）可以较好地处理空间异质性［１２］， 本文拟采

用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测算人口规模、富裕程度和技术水平等人文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同时还将验证 ＥＫＣ 假说。 跟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在人文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分析中，考虑了空间样本的空

间异质性，研究结果可为制定差异化的环境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１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本文所涉及的 ３１ 个省级行政单元的相关经济、环境和能源计算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４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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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等资料。
１．２　 环境污染货币化方法

本文需要测算省级尺度的环境污染水平，一般环境污染物质根据其物理化学特性，包括固体污染物、气体

污染物，水体污染物和噪声污染。 由于固体污染物数据获取和处理难度较大，本文只考虑水体污染（化学需

氧量 ＣＯＤ）、气体污染（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工业粉尘和烟尘）和噪声污染，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估计采用

ＩＰＣＣ 的碳排放估计方法，即能源消费量乘以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本文选取煤炭、原油、焦炭、汽油、煤油、柴油、
燃料油、天然气消费量和水泥生产量数据用于二氧化碳排放量估计。 现有大多研究对于环境污染的计量一般

直接使用污染物质的排放量，而本文参考刘渝林［１３］等文献的研究成果和方法，采用环境污染损失货币化的方

法即消除环境污染带来损失所需要的资金货币量来近似计算环境污染经济成本，环境污染损失货币化方法可

以将不同类型污染物质造成的环境损失统一为具有经济意义的货币单位，使得有关环境污染水平的测算和研

究结果更具有科学可比性［１０，１３］。 具体来说，按照 １９８８ 年不变价格，ＣＯＤ 污染成本为 １．１１６６３ 元 ／ ｋｇ，二氧化碳

污染成本为 ０．００４９６５ ／ ｋｇ，二氧化硫污染成本为 １．１０１７４２ ／ ｋｇ，工业粉尘和烟尘污染成本为 ０．６１７８６９ ／ ｋｇ，噪声

污染成本为 ＧＤＰ 的 １％［１０，１３］ ①。 各地区各类环境污染物质污染成本加总即可获得各地区的环境污染损失。
１．３　 环境污染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模型

由于许多环境污染物质具有跨区域的流动性，本地区的环境污染不可避免会受到邻近地区环境污染的影

响，空间自相关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模型可以较好地反映地区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具体模型为［１１，１７］：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的定义为：

Ｉ ＝
ｎ∑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ｗ ｉｊ（ｘｉ － ｘ）（ｘ ｊ － ｘ）

Ｓ２∑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ｗ ｉｊ

（１）

其中 Ｓ２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ｘｉ － ｘ） ２， ｘ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ｘｉ ，ｘｉ为 ｉ 地区的环境污染水平，ｎ 为研究地区数，ｗ ｉｊ为空间邻近权值，用以

定义地区间的相互邻接关系，当两个地区相邻时为 １，否则为 ０。 Ｍｏｒａｎ 指数 Ｉ 取值范围一般为［－１，１］，小于 ０
为负相关，等于 ０ 为不相关，大于 ０ 为正相关［１４］。 全局空间自相关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只能反映研究区域整体的环

境污染空间集聚特征，无法揭示各地区局部的空间集聚特征，而地区局部空间集聚特征即局域非平稳性其实

就是环境污染的空间异质性。 一般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散点图来研究空间异质性，Ｍｏｒａｎ′ｓ Ｉ 散点图具有 ４ 个象限，每
个象限对应不同的空间集聚类型，分别为：Ｈ⁃Ｈ 型即高污染区和高污染区相邻；Ｌ⁃Ｌ 型即低污染区和低污染区

相邻；Ｈ⁃Ｌ 型即高污染区和低污染区相邻；Ｌ⁃Ｈ 型即低污染区和高污染区相邻。 其中 Ｈ⁃Ｈ 和 Ｌ⁃Ｌ 表示空间集

聚特征，Ｌ⁃Ｈ 和 Ｈ⁃Ｌ 表示空间离散特征［１１，１７］。
２．４ ＳＴＩＲＰＡＴ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要进行人文因素对环境影响的研究分析，一般采用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由于该模型是基于经典的人文环境影

响分析框架即 ＩＰＡＴ 等式演变过来的，其计算结果具有较好的理论解释性，进行对数变换后，可以便捷地开展

弹性分析［１７⁃２１］。 其一般表达式为：
Ｉ ＝ ａＰｂ Ａｃ Ｔｄ ｅ （２）

其中， Ｉ 为环境污染， Ｐ 、 Ａ 和 Ｔ 分别为人口数量、富裕程度和技术水平， ａ 为常数项， ｂ 、 ｃ 、 ｄ 为 Ｐ 、 Ａ 和 Ｔ 的

３　 ８ 期 　 　 　 孙克　 等：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的空间异质性估计 　

① 噪声污染产生的经济损失一般采用市场估值法、享乐价格法和意愿调查评估法，分别从居民健康损失、固定资产贬值、防护费用和消除噪音

的支付意愿等方面对噪声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 目前，国内学者采用上述标准评估方法进行噪声污染的经济损失估算主要集中在道

路交通噪声方面，其估值占 ＧＤＰ 的比值一般为 ０．８％—３％（如郭静男［１４］等估算的 １９８６ 年中国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损失为 ８０．７ 亿元，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０．７９％；李洁［１５］等估算的 ２００９ 年北京市道路交通噪声损失为 ３５２．９５ 亿元，占 ＧＤＰ 的比值为 ２．９７％），综合考虑国情，在满足基本

粗略计算的条件下，本文认为刘渝林和吴玉鸣两位学者在估算噪声污染产生的经济损失中，采用 １９９０ 年世卫组织报告［１６］ 所提出的噪声污

染产生经济损失为 ＧＤＰ 的 １％的估算方法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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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项， ｅ 为随机误差项。
中国国土面积广袤，地理地貌丰富多样，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历史、风土人情、经济发展等先天存在差异，

“一刀切”的政策在省域情况不同的地方会产生不同的施策效果［２２］。 因此，人文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地

理空间上是有差异的。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可以较好地适应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要求，
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ｌｎＩ ＝ ａ（ｕ，ｖ） ＋ ｂ（ｕ，ｖ）ｌｎＰ ＋ ｃ（ｕ，ｖ）ｌｎＡ ＋ ｄ（ｕ，ｖ）ｌｎＴ ＋ ｅ （３）
其中， （ｕ，ｖ） 为省域中心地理坐标， ａ（ｕ，ｖ） 为常数项的位置函数， ｂ（ｕ，ｖ） 、 ｃ（ｕ，ｖ） 、 ｄ（ｕ，ｖ） 为自变量系

数的位置函数。 由于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是随机形式，可以在模型中增加富裕的自然对数二项式来验证 ＥＫＣ 假

说，参考［１］和文献［１１］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本文设计了无人口技术影响和有人口技术影响两种情景，具体形

式如下：
ｌｎＩ ＝ ａ（ｕ，ｖ） ＋ ｃ（ｕ，ｖ）ｌｎＡ ＋ ｆ（ｕ，ｖ） ｌｎ２Ａ ＋ ｅ （４）

和 ｌｎＩ ＝ ａ（ｕ，ｖ） ＋ ｂ（ｕ，ｖ）ｌｎＰ ＋ ｃ（ｕ，ｖ）ｌｎＡ ＋ ｆ（ｕ，ｖ） ｌｎ２Ａ ＋ ｄ（ｕ，ｖ）ｌｎＴ ＋ ｅ （５）
其中，（４）式为无人口技术影响模型，（５）式为有人口技术影响模型， ｆ（ｕ，ｖ） 为负，则 ＥＫＣ 假说成立，通过

对 （４）式或（５）式求导计算极值，就可获得曲线拐点值。
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应该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从环境污染产生源和形成原因来看，除了人口规模、富

裕程度和技术水平等人文因数以外，还有环境管制、社会资本、人口素质、环保意识等人文因素，按照 Ｄｉｅｔｚ 和

Ｙｏｒｋ 等提出的人文驱动因素随机回归影响模型（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指标选取理论，模型选取的人文因素应该可

以采用指数连乘的形式建立关联［１，２１］。 因此，本文摈弃了其他难以量化和概念化乘积形式的人文因素，将研

究聚焦在人口、富裕和技术这三个关键人文因素上，技术水平的测算比较复杂，一般采用无量纲的比值数据，
借鉴以往研究，本文将技术指标分解为结构性指标、现代化指标和开放性指标［１，１１］。 文章用各省域的人口数

量和人均 ＧＤＰ 数据来分别表示该地的人口规模和富裕程度；用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结

构性指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城镇化率来测度该地区的现代化水平，用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进出口

总额占 ＧＤＰ 的比值来测度该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环境污染的货币化估计

根据环境污染损失货币化方法，计算得到 ２０１３ 年中国省域环境污染损失（表 １），从表 １ 可以看出，２０１３
年中国环境污染引起的经济损失为 ２８１２．４８ 亿元（１９８８ 年不变价格），其中噪音污染造成经济损失为 １６２９ 亿

元，可见噪音污染产生的经济损失是环境污染损失的主要祸首。 长期以来，化学物质引起的环境污染受到了

人们的普遍关注，而噪音污染引起的危害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事实上，噪音不仅对人类健康（生理、心理

和身体）构成巨大威胁，而且对经济社会也会造成巨大损失，从而增加经济环境成本（身体康复防护费用、房
地产等固定资产贬值和消除噪音采取的各种减噪措施成本等）。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

化的快速推进，噪声来源和数量（道路里程和机动车辆数量增加导致交通噪声增加，建筑物增加导致施工噪

声增加，商业活动频繁导致活动噪声增加等等）急剧增加，其产生的环境经济成本（损失）也随之大幅增加。
因此，在环境污染中噪音危害不容小觑，应该予以高度关注。 环境污染损失中最高的为山东 ２４３．８４ 亿元，最
低为西藏 ２．７３ 亿元。
２．２　 环境污染的空间分布特征

在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水平的影响分析中，需要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前提条件是省域环境污染

存在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２２，２３］，为此需要对省域环境污染水平进行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检验。 基

于 ＧｅｏＤａ 软件，２０１３ 年省域环境污染的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计算结果为 ０．２３２８，在 ５％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中

国省域环境污染在地理上存在集聚现象。 为进一步了解省域环境污染的局部集聚特征，判断其是否存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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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１３ 年各省区环境污染损失情况（１９８８ 年不变价格 １０８元）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ｏｓ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３（１０８ｙｕａｎ）

省份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水体污染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

气体污染
Ｇａｓ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

二氧化硫
Ｓｕｌｆｕｒ ｄｉｏｘｉｄｅ

烟粉尘
Ｓｍｏｋｅ ａｎｄ ｄｕｓｔ

二氧化碳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噪音污染
Ｎｏｉｓ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总损失
Ｔｏｔａｌ ｌｏｓｓ

北京 １．８８ ０．８７ ０．３５ ５．３５ ５０．７７ ５９．２２

天津 ２．３９ ２．３０ ０．８６ ９．１６ ３７．４４ ５２．１５

河北 １４．１６ １３．１１ １１．１１ ４４．２４ ７０．０３ １５２．６５

山西 ４．９３ １３．３１ ９．３１ ３４．７４ ３０．３８ ９２．６７

内蒙古 ９．４７ １４．４６ ６．３１ ３５．５９ ４２．３０ １０８．１３
辽宁 １３．５９ １０．９６ ６．９２ ３４．６８ ６８．１４ １３４．２９
吉林 ８．３０ ４．１０ ２．９４ １３．５６ ３２．８６ ６１．７６

黑龙江 １５．９０ ５．２０ ４．９０ １７．７３ ３５．８０ ７９．５３
上海 ２．５１ ２．０７ ０．８８ １２．１１ ５６．１０ ７３．６７
江苏 １２．２８ ９．９７ ４．７２ ３９．３０ １５４．９３ ２２１．２０
浙江 ８．１０ ６．３２ ２．３５ ２２．５４ ９５．６３ １３４．９４
安徽 ９．８９ ５．４３ ４．０３ １８．７１ ４９．６３ ８７．６９
福建 ７．０３ ３．９２ ２．２７ １３．２０ ５７．２６ ８３．６８
江西 ８．０４ ５．８９ ２．８６ １１．０８ ３７．４１ ６５．２８
山东 １９．８８ １７．５２ ７．４６ ５７．５２ １４１．４６ ２４３．８４
河南 １４．７２ １３．２０ ５．４５ ３１．５１ ８３．１７ １４８．０５
湖北 １１．５４ ６．４３ ３．１１ ２１．０９ ６５．１７ １０７．３４
湖南 １３．７２ ６．８７ ３．０７ １７．３３ ６４．３６ １０５．３５
广东 １８．６５ ８．０４ ２．７８ ３０．６０ １６１．４１ ２２１．４８
广西 ８．３１ ５．１４ ２．４９ １３．２０ ３７．３１ ６６．４５
海南 ２．１９ ０．３６ ０．１４ ３．１３ ８．３３ １４．１５
重庆 ４．３１ ５．８１ １．４０ ８．９４ ３３．９５ ５４．４１
四川 １３．５８ ８．７７ ２．６５ １８．７２ ６７．９３ １１１．６５
贵州 ３．６５ １０．２０ ２．３３ １４．６９ ２２．０６ ５２．９３
云南 ５．９６ ７．０１ ２．２７ １３．９８ ３０．５０ ５９．７２
西藏 ０．３１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０９ ２．１９ ２．７３
陕西 ５．６４ ８．６０ ４．３８ ２１．０２ ４２．１１ ８１．７５
甘肃 ４．１７ ６．３４ ２．１４ １０．２２ １６．２７ ３９．１４
青海 １．１７ １．７０ １．４８ ２．６９ ５．４８ １２．５２
宁夏 ２．４５ ４．１５ １．４８ ８．４２ ６．５５ ２３．０５
新疆 ７．４８ ９．４０ ５．０３ １７．０８ ２２．０７ ６１．０６
合计 ２５６．２０ ２１７．５０ １０７．５６ ６０２．２２ １６２９．００ ２８１２．４８

异质性，可以绘制 Ｍｏｒａｎ 散点图（图 １），将散点图中各象限的省级区域划分为 Ｈ⁃Ｈ 型、Ｌ⁃Ｌ 型、Ｈ⁃Ｌ 型和 Ｌ⁃Ｈ
型 ４ 个类型，具体分布情况见表 ２。 从省域环境污染的分布数量来看，大部分省域属于 Ｈ⁃Ｈ（８ 个）和 Ｌ⁃Ｌ 类型

（９ 个），此两类型省域占比达到 ５５％；从环境污染区域的分布地理空间来看， Ｈ⁃Ｈ 型大多分布在东中部地带

（如鲁苏浙辽冀豫湘晋），Ｌ⁃Ｌ 型大多处在中西部地带（如黑新宁藏滇青甘陕黔），Ｈ⁃Ｌ 型和 Ｌ⁃Ｈ 型则离散分布

于东、中、西部地带。 Ｍｏｒａｎ 散点图较好地揭示了中国省域环境污染损失的局域集聚特征，Ｈ⁃Ｈ 和 Ｌ⁃Ｌ 类型数

量多，表明省域环境污染存在空间相关性；Ｈ⁃Ｈ 和 Ｌ⁃Ｌ 类型地理分布呈现地带集聚现象，说明省域环境污染水

平存在空间异质性。 事实上，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借鉴“中心－外围”理论，Ｈ⁃Ｈ 和 Ｌ⁃Ｌ 类型其实就是省域环

境污染的高污染中心区和低污染中心区，Ｈ⁃Ｌ 和 Ｌ⁃Ｈ 则属于外围区，因此可以说，在省域环境污染的地理空间

分布上，存在两个中心区，东部为高污染中心区（Ｈ⁃Ｈ），西部为低污染中心区（Ｌ⁃Ｌ），在东西部这两个中心区

间又穿插分布若干 Ｈ⁃Ｌ 和 Ｌ⁃Ｈ 型省区构成外围区，省域环境污染空间分布所表现出的“中心外围”空间模式，
进一步凸现了空间异质性。 由于省域环境污染存在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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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省域环境污染 Ｍｏｒａｎ 散点图

　 Ｆｉｇ．１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响就有可能发生空间变异。 普通最小二乘法（ＯＬＳ）模
型获得的全局不变估计参数只具有全局平均意义，无法

细致地反映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的局部特征，
研究结论不太科学全面。 因此，为了准确把握人文因素

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的局部细节，就有必要将空间区位

信息纳入计量模型即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２．３　 环境污染计量结果分析

２．３．１　 ＯＬＳ 结果分析

对全局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式（２）进行对数变化，使用最

小二乘法（ＯＬＳ）对其进行参数估计，可以获得人文因素

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全局（平均）影响，计算结果见表 ３。
仔细分析表 ３ 计算数据，可以发现各人文因素对省

域环境污染影响系数估计值的 Ｔ 统计量都通过了 ０．０５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具有

显著影响，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及推进城镇化将加剧省域

环境污染，而产业结构升级和扩大对外开放将有助于缓

解省域环境污染。 因此在面对省域环境污染问题，对人

文因素应该予以充分考虑和高度关注。 进一步比较各

因素影响系数估计值可以发现，人口规模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最大，其次为城镇化率，影响最小的为对外开

放度。 由于模型采用自然对数形式，根据自然对数的数学性质，可以很方便地进行弹性分析，具体来说就是，
人口数量增加 １％，会引起省域环境污染损失增加 ０．８８４％，城市化率每提高 １％，引起省域环境污染损失增加

０．８０８％，第三产业占比每提高 １％，引起省域环境污染损失减少 ０．７４７％，人均 ＧＤＰ 提高 １％，引起省域环境污

染损失增加 ０．４１７％，对外开放度每提高 １％，省域环境污染损失就减少 ０．０７６％。 理论上来说，人口规模和经

济规模的扩张会加速资源的消耗和增加废物或污染物质的排放，产业结构的升级即以低消耗低污染为特征的

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则有利于环境污染的缓解，因此本文样本的人口规模、富裕程度和产业结构的系数估计

值符合理论预期。 同时，也要注意到，本文样本的城镇化率和对外开放度的估计系数似乎不太符合理论预期。

表 ２　 ２０１３ 年省域环境污染空间分布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３

Ｈ⁃Ｈ Ｌ⁃Ｌ Ｌ⁃Ｈ Ｈ⁃Ｌ

东部地带 鲁苏浙辽冀 京津闽琼沪 粤

中部地带 豫湘晋 黑 皖赣吉 鄂

西部地带 新宁藏滇青甘陕黔 桂渝 蒙川

表 ３　 最小二乘法模型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Ｓ ｍｏｄｅｌ

系数估值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 Ｔ 统计量 ／ ｔ

常数项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１１６ ０．４８８ －６．３７９∗

人口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８８４ ０．０５０ １７．６５１∗

人均 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ＤＰ ０．４１７ ０．２０８ ２．００３∗

产业结构指数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 －０．７４７ ０．２７２ －２．７４２∗

城镇化率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０．８０８ ０．３４１ ２．３７６∗

对外开放度指数 Ｏｐｅｎ ｉｎｄｅｘ －０．０７６ ０．０２８ －２．７１５∗

Ｒ２ ０．９５０

　 　 ∗表示在 ０．０５ 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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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ＧＷＲ 模型结果分析

省域中的省会城市一般为该地的人口和产业集聚中心，在省域范围内其经济政治文化地位举足轻重。 因

此，本文选取省会城市的经纬度作为省域中心地理坐标。 ＧＷＲ 模型的权属函数选择固定高斯函数，带宽采用

交叉确认法进行确定，运用 ＧＲＷ４．０ 软件，对模型（３）进行回归计算，结果见表 ４。

表 ４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ＷＲ ｍｏｄｅｌ

平均值
Ｍｅａｎ

最大值
Ｍａｘ

最小值
Ｍｉｎ

上四分位值
Ｌｗｒ Ｑｕａｒｔｉｌｅ

中位值
Ｍｅｄｉａｎ

下四分位值
Ｕｐｒ Ｑｕａｒｔｉｌｅ

常数项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００５ －２．９４２ －３．２０９ －３．０６９ －３．１０８ －３．１５３

人口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８５２ ０．８９２ ０．８６８ ０．８８５ ０．８７９ ０．８７７

人均 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ＤＰ ０．４３４ ０．５００ ０．３５７ ０．４７８ ０．４５４ ０．４２３

产业结构指数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 －０．６７５ －０．６１２ －０．８７８ －０．６６１ －０．６８４ －０．７２７

城镇化率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０．６９９ ０．９８３ ０．５４３ ０．７９６ ０．７０９ ０．６５１

对外开放度指数 Ｏｐｅｎ ｉｎｄｅｘ －０．０７０８ －０．０７２２ －０．０７９９ －０．０７２５ －０．７２６ －０．０７３３

Ｒ２ ０．９６１

　 　 此模型计算的局部回归标准化残差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为－０．００４３，残差呈空间随机分布

图 ２　 ＧＷＲ 模型人口数量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ＷＲ ｍｏｄｅｌ

比较表 ３ 和表 ４ 的模型计算结果，可以发现：从模

型的拟合效果来看， ＯＬＳ 模型的拟合优度为 ０．９５，ＧＷＲ
模型为 ０．９６１， ＧＷＲ 模型优于 ＯＬＳ 模型；从人文影响因

素系数估计值结果来看， ＧＷＲ 模型系数估计值与 ＯＬＳ
模型正负符号一致，且 ＧＷＲ 模型系数估计值的平均值

与 ＯＬＳ 模型相差不大，说明 ＧＷＲ 和 ＯＬＳ 模型都可用于

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分析，但 ＯＬＳ 模型仅

能反映人文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全局影响特征，而无法反

映影响作用的局部特征。 从这点来说， 在反映人文因

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的局部细节方面，ＧＷＲ 模型较

ＯＬＳ 模型具有先天优势。 为深入分析人文因素对省域

环境污染影响的空间异质性，掌握其空间变化规律，可
以将 ＧＷＲ 模型计算的人文因素系数估计值导入 ＧＩＳ
软件平台，进行可视化空间表达。

（１）人口数量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存在空间异质

性。 从图 ２ 所呈现的回归系数空间分布来看，人口数量

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由西北向东南渐次增大，其
中海南（０．８９１７）的环境污染受人口因素相对影响最大，
而青海（０．８７３８）最小。 这意味着，如果想通过采取控制

人口增长的政策措施来实现环境的改善，东南地区可以

比西北地区获得更好的政策效果。 事实上，由于历史经济社会的原因，中国人口在地理空间上历来存在东重

西轻和南多北少的分布格局即东（南）部人口多，西（北）部人口少，人口规模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的空间变化

特征与中国人口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是相符的，这表明 ＧＷＲ 模型的估计结果是符合中国人口分布实际的。
（２）富裕程度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 从图 ３ 所呈现的回归系数空间分布来看，经济发展

（富裕水平）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由西向东梯次增大，其中上海的环境污染受经济发展影响最大（０．５００２），
最小为新疆（０．３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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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产业结构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 从图 ４ 所呈现的回归系数空间分布来看，产业结构

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由东向西逐渐增大，其中产业结构对新疆（ － ０． ８７８０）环境污染影响最大，黑龙江

（－０．６１２１）最小。 在相同条件下，如果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提高相同比例的第三产业在 ＧＤＰ 中的占比，则西

部比东部获得的环境改善效果更好。

图 ３　 ＧＷＲ 模型富裕程度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ｆ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ＷＲ ｍｏｄｅｌ

图 ４　 ＧＷＲ 模型产业结构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ＷＲ ｍｏｄｅｌ

（４）城镇化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 从图 ５ 所呈现的回归系数空间分布来看，城镇化对省

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由西向东逐渐降低，其中新疆（０．９８３０）的环境污染受城镇化影响最大，黑龙江（０．５４２７）
最小。

（５）对外开放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 从图 ６ 所呈现的回归系数空间分布来看，对外开放

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由东向西逐渐增大，其中对外开放对新疆（ － ０． ０７９８９）环境污染影响最大，广东

（－０．０７２４０）最小。
２．３．３　 ＥＫＣ 假说验证

根据 ＥＫＣ 假说，经济发展初级阶段会对环境产生压力，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压力越大，当经济达到一定水

平后，对环境的压力也达到峰值，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环境压力也逐渐减小，经济与环境呈现出倒 Ｕ 型的

曲线关系。 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技术对模型（４）进行参数估计，可以得到各地区人均 ＧＤＰ 平方项的系数值，如
表 ５ 所示，人均 ＧＤＰ 的系数值都为负值，且其 Ｔ 统计量都能通过 ５％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各地区的 ＥＫＣ
都是开口向下的，ＥＫＣ 假说成立。 通过曲线函数求极值计算，可以得到各省域拐点值（１９８８ 年不变价格），比
较各地区拐点值，发现拐点值存在空间异质性。 每个地区由于自身的实际情况不同，要实现经济和环境良性

互动的条件门槛也会不同即拐点值不同，西藏要实现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门槛最高（拐点值 ３２００４ 元），天
津门槛最低（拐点值为 １２９２９ 元），拐点平均值为 １８２５７ 元。 将 ２０１３ 年中国各省域人均实际 ＧＤＰ（１９８８ 年不

变价格）与其拐点值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人均实际 ＧＤＰ 超过拐点值的省域（鲁苏浙辽京津闽沪粤蒙）绝大部

分都位于东部地区，表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处于良性互动阶段，而中西部地区省域人均实际 Ｇ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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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拐点值（内蒙古除外），有些省份离环境改善的距离还比较远，中西部地区要实现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

任重而道远。

图 ５　 ＧＷＲ 模型城市化率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ＷＲ ｍｏｄｅｌ

图 ６　 ＧＷＲ 模型对外开放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Ｆｉｇ．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ｏｐｅｎ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ｔｈｅ ＧＷＲ ｍｏｄｅｌ

表 ５　 人均 ＧＤＰ 的平方项系数和拐点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ｏｆ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ＤＰ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ｓ

省份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人均 ＧＤＰ 的平方项系数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ｏｆ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ＤＰ

拐点 ／ 元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省份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人均 ＧＤＰ 的平方项系数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ｏｆ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ＤＰ

拐点 ／ 元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北 京 －２．３５４６４（－２．９１） １２９３２ 湖 北 －１．８８９７５（－１．９９） １３４１６

天 津 －２．３９４６（－２．４７） １２９２９ 湖 南 －１．６１３９１（－１．８９） １３８５８

河 北 －２．１９５２２（－２．３３） １３０１４ 广 东 －１．２３１６６（－１．８３） １５３０９

山 西 －２．０１６２８（－２．４６） １３１２２ 广 西 －０．６５４９７（－１．７８） ２０８３６

内蒙古 －１．９９９５３（－２．２１） １３１１４ 海 南 －０．５０２８１（－１．７４） ２６５４３

辽 宁 －２．４７０４（－２．１９） １２９２１ 重 庆 －１．１３７７８（－１．８１） １５１８１

吉 林 －２．３７２６２（－２．１３） １２９６５ 四 川 －１．０１２９３（－１．７９） １６０７１

黑龙江 －２．２７８７７（－２．４７） １３００９ 贵 州 －０．９２８５６（－１．７５） １６７１４

上 海 －２．４０１３１（－２．５２） １３１４０ 云 南 －０．５１０８９（－１．７１） ２７４３３

江 苏 －２．２９０８（－２．４５） １３１３２ 西 藏 －０．４９１１３（－１．６９） ３２００４

浙 江 －２．３０５４６（－２．４８） １３２０３ 陕 西 －１．５５０７０（－１．８６） １３７１３

安 徽 －２．１８４７２（－２．１７） １３１８９ 甘 肃 －１．１１９５８（－１．７３） １５２２５

福 建 －２．０２３５２（－２．１６） １３５７２ 青 海 －０．９５５９３（－１．７２） １６６６３

江 西 －１．８９１７４（－２．０１） １３５２２ 宁 夏 －１．４０８２１（－１．８６） １３９９２

山 东 －２．３４１７１（－２．３７） １２９９１ 新 疆 －２．５４６０８（－２．０１） １７７４３

河 南 －２．０１１７６（－２．２４） １３１８０

　 　 圆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拐点值按照 １９８８ 年不变价格计算；受篇幅限制其他计算数据略

模型（５）是对模型（４）的扩展，除考虑对数人均 ＧＤＰ 的一二次项外，又增加了人口技术因素，通过地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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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回归，发现各省域对数人均 ＧＤＰ 平方项系数估值有正有负，且其 Ｔ 统计量较小不显著。 这意味着人口规

模、产业结构、城镇化和对外开放等人文因素在经济和环境的互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能暗示着适度控制人

口规模、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实施紧凑精明质量优先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各省域实现经

济与环境良性互动发展的前提。
３．４ 环境污染计量结果讨论

ＯＬＳ 估计结果显示，城镇化率和对外开放度的估计系数不符合传统的理论预期。 因此，有必要从机理方

面进一步考察城镇化和对外开放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
（１）就城镇化率来说，依照现代化理论，城镇化率代表一个地区的现代化水平，即城镇化率越高则该地的

现代化水平越高，环境受到污染越低，但本文样本估计的城镇化率对环境污染影响系数为正，与理论预期不

符。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或可部分解释个中缘由，一是伴随农村优质人口的流失，农业生产方式发生转变，而且

这种转变是退步式的，农村依靠有机农家肥增产的环境友好型、精耕细作式的传统生产方式逐步消失，而依靠

不断增加化肥农药投入而增产的生产方式快速兴起，农业面源污染不断增加，农村人居环境恶化；二是一个地

区实现现代化一般意味着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的产业结构、齐全的环保设施、普遍较高的环保意

识、公共服务配套较齐全等，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现阶段很多地区的城镇化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而
只是身份城镇化即“户籍城镇化”，很多应该同步配套建立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政策制度没有建立，城镇化率这

个指标相对于真正意义的现代化水平来说代表性不够。 （２）就对外开放度来说，根据“污染天堂”的假说，对
外开放会导致发达国家将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问题恶化，但
本文样本的计算结果不支持“污染天堂”假说。 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些年来我国环境管制政策效果

得到发挥，提高了外商投资的环保技术门槛，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被拒之门外，而拥有低碳环保绿色技术的企

业被大量引进。
ＧＷＲ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表现出明显的东西差异。 仔细分

析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的东西差异，可以获得以下政策启示：
（１）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西部地区，但同时要注意到东部地区的环境

污染比西部地区要严重得多，这暗示着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取得的。 因

此，西部地区在发展当地经济时应该提高警惕，引以为戒，切勿走重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而轻视发展质量和

效益的非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而东部地区应该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结合供给侧结构改革，淘汰高污染

高消耗的落后产能，做好经济发展新旧动能的转换工作。 （２）就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而言，西部地区经济产

业发展基础薄弱，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比较大，而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甚至畸形，很多

西部省份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自然资源，有些省份已经落入了“资源诅咒”的尴尬境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口

号规划多于行动执行，因此在产业升级方面（提高第三产业产值在 ＧＤＰ 中的比例），西部省份比东部省份更

加紧急，国家应该继续加大西部开发政策支持力度，充分调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性，同时西部地区

自身也应该主动作为，简政放权，综合运用市场、财政、税收、政府投资等多种手段，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主体

（企业）优化升级的活力，而东部地区应该树立低碳环保的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提升低碳绿色产业在 ＧＤＰ 中

的比重，为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起到带头示范的作用。 （３）就城镇化的发展程度而言，西部地区远落后于东

部地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很多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城镇化质量较低，在
各方面配套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市，由此给城镇环境造成的压力可想而知。 因此，西部省

份在推进地区城镇化时，应该摒弃只重视城市规模扩张，而忽视城市配套建设的城镇化发展思路，牢固树立以

人为本，紧凑精明的城镇化发展思路，以便将城镇化带来的环境负面效应降到最低。 （４）东部地区地处沿海，
对外交流具有先天区位优势，近水楼台先得月，而西部地区地处内陆深处，交通不便，对外交流先天不足，东部

地区由于对外开放历史较长，水平较高，外商投资存量巨大，依靠外商投资来改善环境的边际效应正在逐渐减

小，而西部地区由于外商投资对外开放历史较短，水平较低，外商投资严重不足，外商投资经济环境边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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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 为此，西部地区应该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和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完善招商引资软硬环境，提
高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形成环境与经济效益兼得的良好发展局面，同时东部地区应该厚植发展优势，做好对

外开放的提质增效工作，打破经济环境边际效应递减瓶颈，将对外开放提升到一个新境界。

３　 结论

本文采用环境污染货币化方法估算了 ２０１３ 年中国省域的环境污染损失，利用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技术的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对人口规模、富裕程度、产业结构、城镇化和对外开放等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

了空间异质性估计，同时验证了 ＥＫＣ 假说。 主要结论如下：
（１）２０１３ 年中国环境污染引起的经济损失为 ２８１２．４８ 亿元，噪音污染是造成环境污染损失的主要因素。
（２）各省域环境污染存在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省域环境污染空间分布上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
（３）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具有显著影响，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及推进城镇化将加剧省域环境污染，而

产业结构升级和扩大对外开放将有助于缓解省域环境污染。
（４）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 人口数量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由西北向东

南渐次增大；经济发展（富裕水平）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由西向东梯次增大；产业结构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

响由东向西逐渐增大；城镇化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由西向东逐渐降低；对外开放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由

东向西逐渐增大。
（５）基于现有样本的计算结果有条件地支持 ＥＫＣ 假说，适度控制人口规模、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实施紧凑

精明质量优先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可能是各省域实现经济与环境良性互动发展的前提。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增长速度进入换档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

消化期），而我们面临的环境问题也日益复杂，环境治理进入关键节点阶段。 由于人文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影

响存在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环境污染治理思路应该从各地单打独斗转变为跨区域协同作战，从过去

“一刀切”的政策思路转变为因城因地施策。 总之，在环境治理方面，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协同各方，又要结合

实际，因地制宜。 唯有如此，环境污染之困方能拨云见日，守得云开见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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